论儒墨之相通
曾振宇

内容提要：自先秦以降，“儒墨相非”似乎已成为不易之论，其实这种观点有待于商榷。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儒墨两家，在“仁爱”与“兼爱”、“尚贤”与“知贤才而举之”、“节葬”与“丧致乎哀而止”等诸多方面，皆存在着相通与相融之处。儒、墨在相互攻讦的表象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在共时性文化语境下彰显出来的哲学认识的同步性。
关键词：相通相融  儒墨  比较  辩证认识

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第五章的标题为“墨子：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儒墨两家针锋相对、势若水火。孔子、墨子无论在思想内容、思想性质，抑或在思想旨趣上，都缺乏通约性。“简言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
冯友兰先生的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并非一家之言，而是代表着一种主流话语。追根溯源，冯友兰先生的这种观点可谓古已有之。孟子当年就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又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法家韩非评论道：“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
汉代王充云：“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
《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下》也说：“春秋之后，道术纷歧。倡异说以名家者十余，然惟儒墨为最甚，其相非亦最甚。墨书既非儒，儒家亦辟杨墨。”自孟子以来的“儒墨对立说”之所以薪火相传，自然有其原由，但是，其间的偏颇与误解也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在儒墨两派相互攻讦的背后，隐伏着的却是共时性文化背景下儒墨两家的相通与相融。

一．“仁爱”与“兼爱”

“兼爱”说是墨子思想之核心，是墨家学派区别于先秦其它学说的根本标识。学界普遍认为，墨家之“兼爱”是超越宗法等级制度的“爱无等差”之爱。恰如《荀子·非十二子》所论：“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但是，一提及孔子的“仁爱”，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仁”是孔子哲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但是，“仁”范畴不是孔子发明的，《尚书》、《左传》与《国语》中存在着大量涉及“仁”的材料。“仁”在先秦时代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德目，而且仁已具有不同的涵义。有人以“爱亲”为仁，有人以“利国”为仁，也有人以循礼为仁。“仁”虽然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但是，把“仁”提升为哲学最高概念，却实实在在是孔子的发明创造。《论语》全书512段话，缺乏“形式上的系统”（冯友兰语）。但是，孔子本人一再申明，他的思想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论语·卫灵公》载，子贡盛赞孔子博学多才，孔子回答说：“非也，予一以贯之”。象这种类似的表述，孔子对弟子曾参也说过：“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仁”。孔子的所有思想，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阐发的。
        孔子当年虽然没有自觉地对“仁”范畴作出统一的逻辑定义，但是我们从孔子答复学生的众多答案中，完全有把握归纳出仁论的根本精神——“爱人”。孔子弟子三千，才质各异。面对学生提出的同一个问题：“仁是什么？”孔子的回答尽管千姿百态，但实际上都是对“爱人”这一根本精神作不同层次、不同语境意义上的阐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在哲学性质上，孔子的“仁爱”是一种超越宗法关系与社会等级的人类普泛之爱。用先秦时代固有的范畴来表述，叫做“爱无差等”。关于这一问题，历代有不少哲人对此作过界定：

孟子说“仁者爱人”，
称“仁”为先在性的人类“恻隐之心”，即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

荀子说“仁，爱也”，
“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
可谓直指要害，言简意赅。

《吕氏春秋·开春论·爱类》云：“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仁者所爱的范围是普天下之“人类”。

《贾子·道术》：“心兼爱人谓之仁。”

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云：“故仁者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人类”相对于“物类”而言，仁者应当超越宗法血缘关系，泛爱天下所有的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

《淮南子·主术训》云：“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

唐朝韩愈在《原道》一文中也说：“博爱之谓仁”。

程颐云：“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    之用也。”

朱熹将“仁”界定为“心之德，爱之理”。他将伦理道德情感论证为绝对理性，并且内化为“自然如此”的自觉性的意识活动。“以仁为爱体，爱为仁用，则于其血脉之所系，未尝不使之相为流通也。”

原生儒家的“仁爱”思想与十八世纪法国人文主义思潮中诞生的“博爱”思想在根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实际上，中华文明中的“仁爱”思想、佛教文明中的“慈悲”情怀和西方文明中的“博爱”思想，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共同人文内涵与价值指向的文化资源，而且这也将是“普世伦理”的最终产生何以可能的人类道德基础与历史文化资源。但是，必须辨明的一点是，学术界有些人并不同意将孔子儒家的“仁爱”思想定位为“爱无差等”，而是将其界定为维护宗法血缘关系、重视社会等级的“亲亲之爱”、“爱有差等”。譬如，胡适认为：“孔门说仁虽是爱人，却和后来墨家说的‘兼爱’不相同。墨家的爱，是‘无差等’的爱，孔门的爱，是‘有差等’的爱。故说：‘亲亲之杀’。看儒家丧服的制度，从三年之丧，一级一级地降到亲尽无服，这便是‘亲亲之杀’。这都由于两家的根本观念不同。墨家重在‘兼而爱之’的兼字，儒家重在‘推恩足以保四海’的推字，故同说爱人，而性质截然不同。”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七章有“儒墨的根本分歧”一节，“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换句话说，在爱人的问题上，墨家强调同等，儒家强调差等。”
实际上，这种观点在二十世纪的学术界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扮演着权力话语的角色。这种观点的形成，其实并非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发明，如果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墨家学派是始作俑者。《墨子·非儒下》载：“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亲亲有术”即“亲亲之杀”，“术”与“杀”声近而字通。“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这句话与《中庸》“亲亲之杀，尊贤之等”文句非常近似，内涵也趋于雷同。一般认为《中庸》作者是子思，因此，《非儒》所针对的“儒者曰”，实际上是战国子思之儒，而非孔子原生儒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非儒》中所载的诸多讽刺与非难儒家的事例，早已被学界证明为虚妄不实之词。令人费解的是，断定《非儒》中的“儒者”就是孔子、“仁爱”就是“爱有差等”之爱的论断竟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代代相续、香火不断。研究与分析孔子思想，应以《论语》文本为立论基础。但是，翻遍《论语》，你也无法找到支持“爱有差等”论点的材料。与此相反，却可以翻检出许多证明孔子“仁爱”为人类普泛之爱的证据：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以德治国，博爱大众，不违农时。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出则悌，谨而信”是对全社会作出的道德许诺，“泛爱众”已超出了狭隘的爱亲范围。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孔子所关心的马伕，显然不会是他的亲族。

在《宪问》篇中，子路与子贡向孔子提出了同一个问题：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公子纠而自杀，管仲不仅不以身殉难，反而辅相齐桓公，管仲不是“仁人”。孔子回答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里牵涉到一个“大仁”与“小仁”的区别。在子路与子贡看来，管仲不忠，所以不仁。但在孔子看来，子路与子贡所说的仅仅只不过是“小仁”，而非“大仁”。真正的仁者能顺应时代潮流，从大处着眼爱护民众，造福全社会，这才是“仁人”的根本精神。像召忽那样为主子殉死，是小忠小仁；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用它强大的国力成功地避免了多次战争，抵御了夷狄的侵犯，保障了华夏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管仲之“仁”是“大仁”。于此，我们看到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存在着一种辩证精神。

因此，孔子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在哲学性质上同大于异，彰显的都是共时性文化背景下天下一同、泛爱万物的终极关怀。实际上，孔子“仁爱”与墨子“兼爱”的共通性，《韩非子·五蠹篇》早就一语点破：“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庄子·天道篇》又云：“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现代有些海外学者也指出：“兼爱主张是儒墨共性的主张。”
当然，“仁爱”与“兼爱”还是有些区分的。后期墨家的著作《大取》说：“圣人有爱而无利，儒者之言也；天下无爱不利，子墨子之言也。” 孔子“仁爱”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
后来孟子进而将“不忍人之心”论证为“仁爱”思想的哲学根基；墨子“兼爱”以“利”为爱之基础，“兼相爱”就是“交相利”。利与义是一致的，利天下就是最大的义。

孔子儒家“仁爱”思想的出现，与当时风起云涌的人文主义思潮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诞生是作为对以基督教神学为中心的中世纪封建文化的否定而出现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肯定人与人性，强调个性解放与自由平等，反对蒙昧主义，推崇人的经验与理性。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过西方意义上的中世纪神学时代，但是，在西周中期以前，存在着一个以信仰祖先神、至上神为中心的原始宗教时代。西周中晚期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天命”观进行反思、批判与否定，人文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民本思想是在人文主义思潮中诞生的哲学成果，孔子思想在哲学性质上就是一种民本思想。梁启超认为，历史上的重民思想就是民本思想。
关于民本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产生了何种作用与影响，有的学者认为：“民本学说可以看作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主义的结合点。”
因此，我们只有把孔子定位为民本主义思想家，才能够真正理解其“仁爱”思想的底蕴，才能够把《论语》文本看视散乱的512段话融会贯通。
二．“尚贤”与“知贤才而举之”
“尚贤”乃墨家基本纲领之一。何谓“贤”？墨子提出了三大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即从德、言、才三方面对“贤”范畴作出了界定。为什么要“尚贤”？换言之，“尚贤”如何可能？这已经涉及从形而上学的高度为“尚贤”的正当性提供哲学论证。“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尚贤”乃“取法于天”，是“天志”之社会化体现。在先秦时代，“天”的义项至少有四种：“天人玄同”是老子的提法，“天”指谓自然规律与自然法则；“无以人灭天”是庄子的观点，“天”代表自然本性；“天人相通”是孟子的思想，“天”是义理之天；“天人相交”是荀子的观点，“天”在某些方面是指向自然界。在墨子思想体系中，天是至上人格神。墨子虽然大力宣传天与天志，甚至将鬼神也请了出来，但墨子并无意创建某种宗教观，更不想创建一种宗教。实际上，墨子只不过是利用了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原始天帝观念来为他的社会理想学说服务，墨子的天论具有浓郁的社会功利色彩。“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
墨子借天言志，有利于墨子学说的传播。墨子所处的时代，大多数人都信奉天与天命。因而充分利用人们普遍存在的畏天敬天社会心理，有助于强化自己学说的权威性。此外，墨子倡言的“天”与“天志”，与周人宣传的“天”与“天志”，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在周朝，天命学说是为宗法贵族政治服务的，天是奴隶主贵族意志的表现，它是宗法贵族治理天下的精神武器。在天的名义下，奴隶社会的一切制度和现象都是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墨子哲学中的天与天志，虽然在哲学性质上和西周时代的天与天命具有同构性特点，但墨子的天志是为天下芸芸众生服务的，天志代表的是平民大众的普遍意志。

其实“尊贤”也是儒家的基本方针。《论语·子路篇》云：“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中庸》有孔子答鲁哀公问政一段话：“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治政贵在选拔贤才，贤人治国。有贤臣在位，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就能施行；没有贤臣在位，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就会消亡。子产时代的郑国之所以国力强盛，关键在于贤能之人云集。《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孔子对此评论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何谓“贤”？孔子也有一个自己的界定：“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恭、敬、惠、义，其实都是仁的具体内涵，都是仁德政治在不同社会层面的外显。因此，在孔子的思想逻辑结构中，真正的贤才也就是仁者。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典型地表现出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在《论语·宪问篇》中，先是子路提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管仲“未仁乎？”孔子回答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然后子贡又一次发问“管仲非仁者与？”孔子再一次辩护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仁有“大仁”、“小仁”之别，“大仁”就是《国语》所说的“仁所以保民也。”惠爱人民，造福社会，使整个华夏民族避免了沦为夷狄的危险，这就是大仁大义。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思想具有内在的辩证精神。

孟子一生师事孔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尊贤”是其“仁政”基本原则，“……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廷。”
孟子把臣划分为四类：“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也。”
孟子推崇的是后两类，“天民”与“大人”的心胸已超越了国与国之间的局限，立志于把“仁政”施行于普天下。在孟子思想中，所谓的“贤者”、“能者”至少必须符合三条标准：其一，贤能之士应该是善人。 “辅世长民莫如德”，
只有具备“不忍人之心”者，才有可能“行不忍人之政”；其二，贤能之士有“正君”的义务。孔子、曾子当年在父子之道上，主张子女应当“以正致谏”、“微谏不倦”。孟子现在巧妙地把父子之道移植到君臣之道，“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的逻辑为：“君仁”，天下人皆仁；“君义”，天下人皆义；“君正”，天下人皆正。其三，贤能之士是“王者师”。“古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士为王者师”的思想是孟子的发明，孔子原生儒家尚未提出类似问题。在政治关系上，君臣地位有上下之别。但是，在“道”与“德”上，臣是君之师，君是“事我者也”
。“事”与“友”有差别，“友”是平等关系，“事”是上下关系。“士为王者师”的观念是孟子民本主义思想的內涵之一。

在先秦诸子中，确实有人明确反对“尚贤”。譬如，老子认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天之道”的本质特征是自然无为，“人之道”是“天之道”的社会化体现，所以也应该自然无为。“为无为，则无不治。”
作为统治者就应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反对“尚贤”的思想在庄子思想中得到了传承，《庄子·天地》云：“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老子与庄子都深刻认识到了社会文化与社会制度的负面效应，人类文化不仅对人性是一种戕害，而且对“道”是一种颠覆。在老、庄哲学中，“道”与人类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已构成不可通约性的矛盾。人类要想进入理想的“至治之极”（老子）或“至德之世”（庄子），就必须回归“道”的轨迹上。由此可以看出，人类似乎已经陷入二难困境：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就在于有“尚贤”、“尚法”等法令制度与仁义忠信等价值规范来支撑，用卢梭的观念来表述，就是人类从“天然自由”到“约定的自由”的过渡；但是，在老、庄看来，人类文明恰恰正是人类走向毁灭的终极原由。人类要想得到自我救赎，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人类文化，以“天之道”取代“人之道”，而“天之道”的根本又是“自然无为”。在先秦道家之外，慎到也明确地反对“尚贤”。“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
慎到反对“尚贤”有两点理由：其一，“尚贤”与“重势”相矛盾。“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
商鞅重“法”，申不害崇“术”，慎到尚“势”。“势”者，君之权位也。一元化政治需要的是“民一于君”，
“臣下闭口，左右结舌。”
但“尚贤”政治强调的是个人才智与个人道德感化力量，这种政治模式势必会导致天下百姓慕贤而不尊君，君王权力势必削减。“君臣之间，犹权衡也。权左轻则右重，右重则左轻，轻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
其二，“尚贤”与“尚法”相抵触。“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
在慎到看来，贤能政治就是“身治”，“尚贤”与“尚法”的矛盾，实质上就是伦理政治与法制政治之间的冲突。倡导贤能政治，势必降低法的地位，将国家的命运维系在贤臣个人的才智之上，国家缺乏一部成文法可资依循，这种政治模式是极其危险的。“一人之识识天下，谁子之识能足焉？”

三．“节葬”与“丧致乎哀而止”
“节葬”是墨子十大纲领之一，恰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论：“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在判断丧葬礼俗是非对错问题上，墨子提出了三项原则：“富之”、“众之”、“治之”：“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
在此基础上，墨子提出了自己的丧葬观：“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已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
墨家的“节葬”观是对当时社会上正风行的厚葬久丧观的否定与批判，《墨子·公孟》篇曾从四个方面批评了“儒之道”：“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絃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不信鬼神、厚葬久丧、崇尚音乐与信命，是“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公孟》篇乃“墨离为三”后的作品，而且文中提及的只是“儒之道”，并没有点明是针对孔子而发。后世学人多不加辨认，乃至“儒”即孔子，孔子即“儒”。譬如，《韩非子·显学》云：“墨家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家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淮南子·氾论》又云：“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墨子主张薄葬短丧，孔子主张厚葬久丧，俨然已成千古不易之论。认为墨子倡导薄葬短丧固然正确，但是，如果认为孔子倡行厚葬久丧，则是以讹传讹之误解。 

   孔子的仁论思想体系存在着一个逻辑方法论：其一，家国并举。家庭伦理放大为政治伦理。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其二，推己及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从这一逻辑思维模式出发，家庭伦理自然放大成为社会伦理，对父母亲的孝心自然就扩充为对整个民族的博爱之心。因此，在孔子仁论的逻辑框架中，孝是逻辑出发点，“慎终追远”又是孔子孝论基本内容之一。“慎终”是指按照丧礼慎重办理父母丧事，“追远”指春秋祭祀，以示孝子终生怀念之情。孔子很看重周礼。周礼是在夏商两代礼仪制度基础上增删改善而成，内涵丰盛，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认为有四件事情非常重要：民、食、丧、祭。前两项表明他是一位民本主义者，后两项则与孔子的孝论有关。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无违”是指“无违礼节”，孔子对此有一个具体的诠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以周礼善待亡亲，也是孔子孝论基本规定之一。在孔子心目中，周武王和周公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懂得孝的内在精髓，因为所谓孝不仅体现在生前如何孝敬父母，也表现于父母死后如何继承前人的遗志，完成前人未竟之事业。“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实际上，孔子之所以非常重视丧祭之礼，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间渗透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孝道精神，更重要的在于这种丧祭之礼可以起到“教民追孝”的社会伦理教化的作用。“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庙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
值得注意的是，郭店楚简的简文也有与孔子思想相吻合的材料。《六德》云：“父子不亲，君臣无义，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悌。”又云：“孝，本也。下修其本，可以断（），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君子明乎此六者，然后可以断（）。”

孔子虽然非常重视丧祭之礼，但他追求的是在这种礼仪中孝子所产生的内在的自然亲情，而不是片面追求与重视丧敬之礼外在的周密与繁缛。在这一点上，最容易引起后人的误解（实际上这一误解已经产生）。孔子说：

“丧致乎哀而止。”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孝子丧亲不笑……孔子曰：‘言不文。’”

每个人在社会上扮演某种“自然角色”的同时，也在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每一种社会角色都有其相应的法律义务、行为规范和言行禁忌，人的真情实感往往隐匿于各种厚重的社会角色的“盔甲”背后。孔子认为，往往在至亲亡故之时，一个人的真实情感才会淋漓尽致地袒露在众人面前。“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因此，在丧祭之礼中，孔子强调的是内在自然的悲痛之情、哀思之情。“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戚”与“敬”二字代表着孔子孝论在丧祭之礼上的态度，由此而来，只要是出自内在的真情实意，一切过激的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必须辨明的一点是，孔子坚决反对“厚葬”，即使陪葬使用陶俑，孔子也严厉批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礼记·檀弓》篇载：“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孔子主张应根据各家的经济实力办理丧事，切不可片面追求丧礼的隆盛，关键在于对父母是否有一颗至真至切的孝敬之心。颜回去世时，71岁的孔子哭得全身抽搐颤抖。但是，当学生们提出要厚葬颜回时，孔子却明确表示反对。颜回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来替颜回置办椁，孔子回答说：我的儿子孔鲤死时，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当孔子听说颜回最后还是被学生们厚葬之后，十分感慨地申明：“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墨子·节葬》篇批评儒家的厚葬主张时说：“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声翁，縗絰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值得注意的是，墨家所批判的恰恰正是孔子所否定的，墨家所倡导地恰好正是孔子所拥护与赞同的。墨家认为，正确的葬埋之法应该是：“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
墨家的节葬观点与孔子“苟亡矣，敛首足形”的主张是一致的，墨家所批评的那种孝子在守孝期间不思饮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的极端自虐社会风气，也是孔子所坚决反对的。“孔子曰：‘身有疡则浴，首有创则沐，病则饮酒食肉。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
守丧期间身上长了脓疮就应该去洗澡，头顶长了疖子就应该洗头，身体虚弱就应该喝酒吃肉补养一下。不节制哀伤而使身体极度虚弱甚至于丧失性命，恰恰正是使父母绝后的不孝之举。儒家与墨家在相互攻讦的表象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在共时性文化语境下彰显出来的哲学认识的同步性。钱穆先生评论说：“然丧礼当称家之有无，安于礼，斯能安于贫。孔子拒颜路之请，亦即其深赏颜渊之处。墨家后起，以崇礼厚葬破财伤生讥儒家，可见其未允。”

                        四．结语
在先秦的三篇学术史文章中，《庄子·天下》与《荀子·非十二子》只是对具体的学者进行点评，只是到了《韩非子·显学》才发明了“儒家”、“墨家”等学派名称，司马谈父子、班固等人继起仿效，纷纷评论“六家”、“十家”之学派异同。由此可以看出，“诸子百家”这一范畴，也是一历史“层累地”造成的结果。今世之学者，也大多强调诸子百家的相异与相分，甚至认为诸子之间壁垒分明、灿然有别。殊不知在相异与相分之背后，同时又隐伏着共时性文化背景下诸子百家的相通与相融。其实东汉班固早就一针见血地点明：“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唐韩愈起而踵之，发班固之未发：“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
因此，我们只有对“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与文化进行全面而辩证的认识，才有可能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之特质作出全面而辩证的评价，方其如此，中国哲学与文化才有可能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争得自己的话语权。

作者：曾振宇，1962年生，江西吉安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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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万章章句下》。


� 《老子》三章。


� 《老子》三章。


� 《老子》二章。


� 《老子》五十七章。


� 《慎子·佚文》。


� 《韩非子·难势》。


� 《慎子·佚文》。


� 《慎子·佚文》。


� 《慎子·佚文》。


� 《慎子·佚文》。


� 《慎子·佚文》。


� 《墨子·节葬下》。


� 《墨子·节葬下》。


� 《论语·为政》。





� 《论语·雍也》。


�  《论语·尧曰》。


� 《论语·为政》。


� 《礼记·中庸》。


� 《礼记·坊记》。


�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 《论语·子张》。


� 《论语·子张》。


� 《论衡·增儒篇》。


� 《论语·子张》。


� 《论语·八佾》。《礼记·檀弓》载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可相互印证。


� 《论语·先进》。


� 《论语·先进》。


� 《墨子·节葬下》。


� 《礼记·杂记》。


� 钱穆：《孔子传》第78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


� 《汉书·艺文志》。


� 《读墨子》，《韩愈全集》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PAGE  
9

